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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出借地块，但是以后万一‘私地’变
‘公地’咋办？”“村里会跟大家签订借地协议，明确
地界范围和权属”……这是福建省晋江市英林镇
东埔村就“拆除危房、借用地块”事宜，开展的村民
议事协商会上的对话。近两年，通过多次议事协
商会，东埔村村民无偿出借地块 8 个，总面积近
1500 平方米，出借地块建成了村民议事亭、党群活
动中心、村史馆以及微景观 2 处，形成 3 公里的文
化长廊。

面积只有 649 平方公里，却拥有 1 个超 2000 亿
元、1 个超千亿元、2 个超 500 亿元、2 个超百亿元的
产业集群以及 25 万家市场主体、50 家上市企业、15
个区域品牌……晋江，这个有着“中国鞋都”“世界
夹克之都”称号的县级市，以乡镇企业开路，成片开
发迈开大步。

企业盈利了，村里有了钱，怎么花？村干部说了
算，还是老百姓说了算？产业发展先行先试的晋江，
在乡村治理制度探索方面也率先探索、率先破局。
从 2000 年起，晋江市对村民议事协商创新模式不断
探索总结，为基层民主的发展历程留下痕迹。

“以天下之目视，则无不见也；以天下之耳听，则
无不闻也。”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推动协商民主
广泛、多层、制度化发展，加强协商民主制度建设，形
成完整的制度程序和参与实践，保证人民在日常政
治生活中有广泛持续深入参与的权利。

20 年来，晋江市村民议事协商内容因时代变迁
而不同，形式有不小变化，主体范围也有所扩大。从
全国范围看，村民议事协商创新实践层见叠出、多点
开花。这些创新是否发挥了实效，基层民主能否得
到充分保障？在乡村变迁大潮中，村民议事协商制
度如何演进，将往何处去？近日，记者走进晋江市，
探寻村民议事协商基层实践的真实情况。

从“各干各的”到凝聚共识

初到磁灶镇东山村，感觉这里与城市社区别
无二致。熙熙攘攘的东山建材市场内，上百家店
铺正在营业；具有闽南风情的精致别墅，鳞次栉比
地掩映在苍翠树林之中；柏油路宽敞干净，四通八
达……眼前的每一幅景象，无不彰显着它的富饶
与美丽。

可谁又能想到，在20多年前，东山还是典型的落
后村。20世纪 90年代，在晋江市许多村庄快速发展
的背景下，东山村却因为人少地少、资源匮乏，村民
人均年收入不到2000元，村集体收入为零。彼时，从
村头到村尾，几乎都是旧屋破房，看不到一幢三层以
上的楼房，村民出行全靠一条泥巴路，每逢下雨便难
以通行。

东山村的转变，与该村创新村民议事协商机制，
推动干群之间形成共识，是密不可分的。

1997年，30多岁的张谋独由于经商头脑活络、手
段灵活，在村中颇有号召力，被村民们推选为村委会
主任。“那时，村民都是各干各的，各有各的想法，村
集体难以形成发展的共识。”张谋独说。

为带动村民致富，张谋独苦思冥想，终于找到
了发展的机会——东山村所在的磁灶镇是全国有
名的瓷都，张谋独发现，村子周边许多陶瓷厂的瓷
砖，在生产和搬运的途中，磕破了边角，被当成废品
丢掉，如果能用机器割去磕破的边角，不就能够变
废为宝吗？

张谋独兴奋地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村民，但不少
村民却提出质疑，“磁灶市场这么大，谁会来东山
买？”“瓷砖破了就成了废物，哪里会有‘冤大头’来买
这种残次品？”

怎样才能充分了解村民的意见，形成村集体发
展的共识？张谋独左思右想，决定在村里开一场议
事协商会，让村民们上台说出自己的想法。经过两
天的激烈辩论，东山村首场议事协商会推动村民形
成兴办二级瓷砖市场的共识。后来，东山建材市场
从最开始的5间商铺发展到1200多间，入驻商家350
多户。现在，全村95%的村民从事陶瓷建材销售，5%
的村民从事运输装卸，带动周边村庄及外来工 1000
多人上岗就业，已发展成为泉州地区规模最大的二
级建材集散地。

在这个过程中，东山村总结出“民意问策、两委
商策、支部议策、集体决策、村民督策”的民主协商
工作法，要求 60 多名村民党员代表定期入户走访

“问策”，每月召开一次议事会议，凡是涉及群众利
益的重大事项，必须 85%以上村民代表无记名投票
同意才能通过，投票全程公开，接受村民监督。20
多年来，扩建建材市场、动迁 270 多座坟墓、三期旧
村改造……200 多项村级事项通过民主协商得到了
村民的支持，东山村的一桩桩难题迎刃而解，2021
年底全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 5万余元。

在采访中记者了解到，东山村是晋江市最早进
行村民议事协商的村之一，而东山村的实践探索也
符合村民议事协商最本质的目标——凝聚共识。

“‘共识’不是强调每个人都只能有相同的意见或扼
杀不同的声音，而是通过各方的包容、妥协和退让，
形成一种公共的、成熟理性的、能获得谅解的认识
或结论。”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徐红
表示。

从“村干部想干”到“村民想干”

凝聚共识、推进问题解决固然是村民议事协商
的本质目标。然而，在共识的形成过程中，如何保障
村民真实有效地参与？在潘山村，记者找到了答案。

潘山村位于东石镇东北郊，面积 1.5 平方公里，
户籍人口 2085人，外来人口 1031人。村党支部书记
刘鸿才告诉记者，村里的议事协商发展，要从两次修
路讲起——

2010年前后，潘山村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小轿车，
但村里仅有的一条水泥路一次只能通过一辆车，给

村民出行增加了不少阻碍。2012 年，村“两委”开始
着手推进拓宽村道、拆除沿街建筑工作。

“那会儿村里没有正式的议事协商制度，大事小
事都是去村民家里口头沟通一下，然后由村民代表
开会决定。”刘鸿才告诉记者，“其实村民都希望修
路，但很多人保持观望态度。”由于没有充分征求民
意的议事协商平台，村“两委”在经过村民代表大会
决议后便开始实施整修工程，没想到开始动工后，部
分村民却“炸了锅”。“有位村民本来同意了，拆迁时
却突然反悔。”刘鸿才回忆道，“当时工程也快结束
了，为了大局，我们只能拆下去，后来几年的时间里，
这位村民在路上见着我，都不和我说话，那种滋味真
让人难受。”

通过这件事，刘鸿才意识到，“修路的事是大家
的事，协商也要从‘村干部要修路’转到‘村民要修
路’上来。”

潘山村总结经验和教训，在 2018 年迎来了第二
次修路的挑战——村里的东隘门至村主干道的连
接路占道筑基围墙现象频发，致使道路越来越窄，
平均宽度不足 3 米。然而，道路周边住户有 30 多
户，且途经郑氏家族祖厅，加上拆墙让路是公益事
业，只能采取无偿拆迁方式，村民会支持吗？又如
何避免上次修路中未充分征集民意的问题？这一
次，潘山村的做法是搭建平台——召开分段式议事
协商会议。

第一次会议主要是确定土地退让方案。2018
年，村党支部牵头组织村干部、党员、老人会、沿路住
户代表等 20 多人召开议事会。会上，村党支部介绍
东隘门道路交通形势与拆迁的打算后，便把“话筒”

交到了在场村民手里。
“路是要给人走的，房子有余地，不影响住，可以

退一点。”“沿路房屋或多或少都在道路拓宽范围内，
一次性拆不合理。”“拓宽道路是公益事业，但是郑氏
祖厅关系到宗族风水，不能说拆就拆。”会上，大家纷
纷发言表示拓宽道路可以缓解村庄交通堵塞问题，
但对拆迁难点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经过协商后，大家达成了统一意见：搁置问题争
议，先拆能拆的部分，个别路段沿路建筑物可以根据
房屋实际情况缩减拆迁面积。

方案有了，郑氏祖厅的问题还亟待解决。2019
年 4月，正值郑氏宗族喜事，村里借此机会召开了第
二次议事协商会议。

“如果祖厅周围的房屋都拆了，祖厅就直接占位
在路中，不利于交通，与公路对冲也影响风水。”经过
讨论后，郑氏家族代表的态度也逐渐明确下来。最
终，郑氏家族认同全部拆除祖厅的意见，但要求在道
路以外重新翻建一座小型祖厅，并由村委会负责对
翻建后祖厅的周边环境进行整治。

两次议事协商成功后，潘山村党支部抓紧落实
协商结果，共修扩建了10余条道路，解决了村民的出
行难题。8月 12日，记者在潘山村看到，如今的村路
宽敞整洁，路旁不时可以看到设计精美的微景观，10
多个姓氏的村民在这里安居乐业、和谐共处。

“从修路这事我们得出经验，村里大事小事，光
是村干部想干不行，必须是村民说了算。”刘鸿才告
诉记者，如今，议事协商流程已经写入村规民约，全
村目前共通过议事协商签订翻房让地协议书 120 余
份，签订借地绿化协议书 100 余份，颁发捐地鸣谢状

80余份。同时，一些涉及土地使用权的邻里纠纷，也
在议事协商会上得到化解。

中国政法大学法学院乡村治理研究室主任崔林
林教授表示，过去的潘山村，由于平台缺失，使得民
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流于形式，而如今，潘山
村通过形成公开化的协商平台机制，让全村村民“唱
主角”，激发了村民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管理和监督
的愿望和热情，不失为保障公共事务参与中村民主
体地位的一次有益探索。

从内部议到“请外援”

村民议事协商，除了本村干群参与，是否还能引
入外部力量？在实践中，对部分专业性较强的事项，
晋江市实行“3+X”村民议事协商机制，不仅将乡镇驻
村包片干部、村“两委”班子、利益相关方代表列为会
议主体，还设有“X”的流动席位，“X”是谁？是群众
代表、法律工作者、相关领域专家学者等专业人士。
总之，谁能够帮助村里更好地进行决策，谁就是村民
议事协商会议上的座上宾。

英林镇西埔村的百岁党员洪肇服，曾是会场上
的“X”。洪肇服是晋江市的离休干部，他这一生有两
次与1947年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干部扩大会议又称埔
顶寮会议紧密联系在一起，第一次是参加会议，第二
次是参与村民议事协商会推动保留会址。

1993 年并入现在的西埔村的埔顶寮自然村，
1949年以前曾是中共晋江沿海区委一个重要的隐蔽

交通站。1947 年，中共泉州中心县委干部扩大会议
在埔顶寮村召开，洪肇服和洪祖正参加了会议，会址
就在洪祖正的居所。70年过去了，洪祖正已经过世，
洪肇服也从岗位上离休。

2016 年上半年，英林镇政府开始启动村庄环境
整治，一座庭院荒草及膝、房梁破败坍塌的闽南古厝
周边成为整治重点。洪祖正的后人洪世庭向英林镇
政府递交了旧宅翻建申请单。接到该申请单后，时
任西埔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的洪我海和工作
人员一起到现场察看、核对。这事让 97 岁的洪肇服
知道了，“这座宅子不能拆，这是当年埔顶寮会议召
开的地方。”洪肇服表示。原来，这座古厝就是洪祖
正的故居、当年的会址。

洪我海找到洪肇服核实情况后立即将此事报告
给英林镇党委、政府和晋江市委组织部。市、镇、村
迅速达成共识——要保留、开发这一红色革命旧址，
并挖掘、发扬其蕴含的革命精神。洪世庭的危房改
造申请单被暂时“退回”。

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损害群众利益，又能完整地
把会址保留下来呢？洪我海经过与其他村“两委”干
部讨论后有了初步方案：用村里一块280平方米的集
体土地与洪世庭置换，重新修缮保护会址。

“部分村民对方案有抵触情绪，表示‘集体土地
我也有份，无偿置换损害利益’。”洪我海说。与镇领
导商量后，洪我海尝试召开一次村民议事协商会。
而且此事不仅关乎村民利益，也受到社会关注，只是
村民和村干部开会，显然不能达到解决问题的目
的。经过讨论，西埔村确定采用“3+X”模式召开议事
协商会，请镇村代表、洪肇服、埔顶寮自然村村民代
表、洪祖正后人、律师、省委党校观察员等 20余人参
加会议。

据参加会议的另一名洪祖正后人洪建设回忆，
会议开了三次，会场上讨论激烈。洪肇服虽然已经
97 岁高龄，但在会上充分说明了埔顶寮会议的历史
意义和保留埔顶寮会址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最后各
方达成置换共识并当场签订了协议。

2018 年 12 月 21 日，埔顶寮会议会址开馆，成为
“晋江市党员教育基地”和“晋江市革命传统教育基
地”。尝到了基层民主议事的“甜头”后，西埔村决定
让“3+X”制度融入村里其他事务。此后，村里设立了

“基层协商民主议事厅”，已先后召开9次基层协商民
主议事会，协商内容涉及村规民约、公建项目、平安
建设、人居环境等多项事宜，并通过协商形成《英林
镇西埔村“五边”绿化公约》等4份公约。

从全国来看，“+X”的村民议事形式并不鲜见，比
如安徽省黟县的“7+X”城乡社区协商模式，江苏省新
沂市的“1+1+10+X”村级议事会组建规则等。崔林
林认为，扩展村民议事协商的主体范畴，能在讨论中
扩展村民和村干部的视角，使议事协商的方案更多
元、选择性更强，议事协商结果因而也更具前瞻性。
在扩大参会主体的同时，村干部应注意，邀请哪些第
三方参会将直接影响议事的过程和结果。所以对于
事关村民利益的大事，要慎重考虑“X”的人选，注意
选择无利益冲突的、有专业背景的第三方，并尽量在
会前予以公示，在得到利益相关方的认可后再启动
议事协商机制，力争在议事过程中体现公开公平和
公正。

未来，村民议事协商往何处去？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晋江的村民议事协商制度
与当地乡村的发展是同频共振的，是解决不同发展
阶段乡村治理难题的一把“金钥匙”。而近两年在全
市范围内推广的“3+X”村民议事协商模式，有效提高
了产权改革、土地盘活等更深层次工作的开展效率，
成为提升乡村治理能力和水平的重要抓手。

“晋江市村民议事协商的发展特点主要包括
三方面：一是将分散的民意凝聚为共识，二是调动
议事协商中村民的主体性，三是构建多元参与的
议事模式。”厦门大学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林雪霏
认为，“通过协商议事内容、渠道、主体的拓宽与创
新，不仅促进了乡村建设、乡村发展相关问题的顺
利推进与解决，更保障了基层协商民主的落实，打
造出各方参与协商议事、应对基层公共事务困境
的平台。”

晋江市农业农村局局长李友加告诉记者：“村民
议事协商推动群众参与到村庄发展事务当中，在提
升群众参与感的同时，不断提升村级组织在群众中
的号召力、凝聚力，成为提升村级‘组织力’的有效途
径。下一步，我们将在推行村民议事协商机制的基
础上，编制村民议事协商‘清单制’‘路线图’，努力推
动村民议事协商更加科学高效，群众踊跃参与，成为
乡村治理工作中的‘好工具’。”

放眼全国，近几年，“民主协商”在党的十九届四
中全会上被充实进“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
民主监督”的村民自治内涵里，并在《中华人民共和
国乡村振兴促进法》中被列入“党委领导、政府负责、
社会协同、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科技支撑”的现代乡
村社会治理体制的一部分，成为推动我国基层治理
走向现代化和民主化的重要一环。

但在基层推进的过程中，民主协商仍存在不少
局限。村民议事协商还有哪些改进的方向？中国
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赵秀玲认为，“一
是优化培养具有现代意识的乡村干部；二是加强农
村协商民主制度化和法制化建设，从国家层面对协
商民主尤其是农村基层协商民主进行立法，进一步
加强全国各地尤其是乡村基层协商民主的制度建
设；三是将协商能力与水平纳入基层政府绩效考评
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有事好商量、众人的事情
由众人商量，找到全社会意愿和要求的最大公约
数，是人民民主的真谛。”商以求同，协以成事，不仅
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更是基层协商民主最生动
的表现形式。以晋江的探索为鉴，未来，在广袤的
中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仍需进一步探索完善，让

“有事好商量”真正落实到广大乡村，让每一个村庄
都形成民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的精细化治
理架构。

商以求同，协以成事，不仅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积淀，更是基

层协商民主最生动的表现形式。以福建省晋江市的探索为鉴，

未来，在广袤的中国乡村，议事协商制度仍需进一步探索完善，

让“有事好商量”真正落实到广大乡村，让每一个村庄都形成民

事民议、民事民决、民事民办的精细化治理架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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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石镇潘山村东隘门路改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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磁灶镇东山村召开村民议事协商会讨论旧村改造三期项目。

▲

东石镇潘山村东隘门路改造前。


